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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会和谐的关键是搞好以民主法治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欧美、东方国家和拉美地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具有不同

特点和经验教训，欧美经过长时期历史发展，最终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和国家主义的法德模式，东方国家则形成了高

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型的变迁，在由集权到分权的制度

转型过程中，必须发挥政府的稳定秩序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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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 

     所谓制度变迁，指的是社会制度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处在变化之中。任

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因此，生产方式的变更，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变迁。和谐社会是自

古以来人类所孜孜追求的理想的社会模式，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法

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历代大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为人类的

同一向往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看，社会的和谐与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密不可分。在

古希腊城邦时代，国家和社会是融为一体的，城邦就是一个公民生活的全部内容，它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一种政治体

制，社会生活就等同于政治生活。同时，它也反映了一种伦理规范，人的本质是政治人，人必须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城邦的各

种事务——辩论、投票、选举和担任公职等。所以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城邦的动物。”在当时生产方式单一的小国

寡民时代，国家与社会基本上是和谐的。 

     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由于各国社会经济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差别又分成了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和国家

主义的法德模式。前者强调个人自由，主张最大限度限制国家作用，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肯定家庭和一切小共同体努力的价

值，“自愿组成的联合团体通常会比国家用强迫力量来做的更好。”[1] (P22)法德模式强调在落后而混乱的国家发展资本

主义必须强化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的扶持力，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控制和高度整合，社会不享有任何独立于或者对立于国家

的利益。这种模式发展到极端就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模式，即国家充斥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模式。上述两种模式各有弊病又各

有千秋。前者崇尚民主而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繁荣，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没有发生过一次政变；后者因强调国家的“保护

神”作用而成就了“福利国家”。二者都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温和控制，社会与国家的纽带是选民的选票。 

     “东方社会”的情形如何呢？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东方社会包括中国、印度、俄国和土耳其等亚洲国家，列宁沿用

了“东方”这个概念来概括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迟滞，受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具有

“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经济上落后，政治上高度集权。进入20世纪中期，“斯大林模式”



在苏联和东欧、东亚地区影响很大。这种模式强调国家对经济和政治乃至个人生活的垄断，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国家

政权逐渐吞噬了民主的活力，社会生活被集中到政府手下，政府权力又集中到党委手下，而党委权力又集中到领袖的个人手

下，形成了等级森严、形式单一的僵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它几乎不受社会的任何约束，“整个社会僵化停滞，绝大

多数民众除了被动地听从政府的命令之外，基本上游离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2] (P92) 

     二、和谐社会的历史憧憬 

     早在两千年前的中国，便有人喊出人本主义的理念：“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孟轲的“民贵君轻”之说，敢

于为民立言，锋芒直剌至尊，这在当时是极有胆识之为。“和谐”的思想在社会学的视野中被称之为“秩序”或“均衡”。

[3] (P9-12)自古以来“和”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更是历代政治家秉持的治国理念。中国是一个以追求和谐为完美

的国度，在传统的道德伦理中有“和为贵”、“和衷共济”、“和气生财”、“求同存异”等思想观念，为历代先贤所推

崇。孔子所言“致中和”、道家主张的“和异以为同”、《春秋繁露》所载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及张载所表述的“天

人合一”等，都表明和谐观念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理想国》里提出，国家是

放大的个人，个人是缩小的国家。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大家傅立叶于1803年写了《全世界和谐》一书，他预言“不合理的不

公正的现存制度”将被崭新的“和谐制度”，或称“和谐社会”所代替。1842年空想社会主义学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

保证》中就把资本主义称为“病态社会”，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和谐作为社会状态，在马克思、恩格斯

那里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把共产主

义社会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的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把共产主义称为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 (P603) 

     三、社会失调的原因与演化周期 

     斯大林模式因缺乏充分的民主与法制制衡而受到人们的反对，最终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前苏联和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长期的经济萧条和社会混乱，一直到现在，制度问题、民族问题、腐败问题、福利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都没有处理

好。东方国家还存在社会与国家的冲突，表现为1956年的波匈事件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现在的俄罗斯表现为车臣等

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和60年代开始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 

     与东欧相比，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欧美及拉美大行其道，但结果也不容乐观。拉丁美洲的国家改革不仅没有

解决经济停滞和贫富差距，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冲突，失业率高涨、贫富差距拉大，政局动荡。拉美国家的社会失调，原

因是多方面的。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规律： 

     第一，宪政是规范社会冲突，调整社会矛盾的利器。英国的宪政框架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不受王权的任意侵犯，这一

方面规范了王权与民权的冲突，使得以前人格化的流血冲突变成了非人格化的规则冲突。而拉丁美洲从独立以来一直未能建

立起宪政基础上的产权保护制度，因而也就始终没有摆脱政权循环的命运。 

     第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民富国强的活力之源。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后由于政局动荡导致政策多变，一直未能建

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竞争体制。 

     第三，中产阶级是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的主体。追求市场经济的片面发展虽能保证生产效率，但并不能保证社

会的公平，宪政体制虽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不能保证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作，作为对市场失灵的矫正和对政府职能的

补充，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和谐的反义是冲突。从冲突到和谐，或从和谐到冲突是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从乱到治，或从治到

乱的周期。历史上的“治”(或曰太平盛世)正是一种社会安定和谐的情状，其特点是：内外矛盾得到缓解，休养生息之后，

生产得以恢复发展，社会整体而言，较为安详和谐。但是必须指出，此种和谐乃孕育并产生于冲突，犹如风暴之后的雨过天

晴。况且，社会的和谐也决非人们的一厢情愿，它自有演变的规律，和谐的旋律中也潜伏种种隐患，犹如平静水面下湍急的

潜流。和谐——冲突——和谐，如此周而复始，曲折地推动着社会进步，这也就是各种矛盾酝酿作用所产生的演变周期。此

种历史现象(或曰历史规律)，已在中外古今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屡屡得到印证：国家治，则社会安定和谐，民众安

居乐业；国家不治，则社会分裂动乱，民众流离失所！对于社会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四、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 

     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是一个人均收入位于1000-3000美元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长期以来潜伏

的社会矛盾处于临界点和进入高发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使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主要表

现为农业的工业化、农村的城市化、计划经济的市场化和传统政治的现代化转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斯大林

模式的影响，我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体制。然而，高度集中的领导并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从“三反”、

“五反”到文化大革命，社会运动一次连着一次。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衰退，中国经济损失5000亿，相当于



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5] (P386) 

     邓小平复出后，中国走上了循序渐进改革开放的道路，其基本路径是先经济后政治。经济改革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

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

革》报告，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指导性纲领。但是，因为国家正致力于经济恢复，所以政治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展开。由于

现代化过程中只注重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只注重经济而忽视了其他行业、只注重效率而忽视了公平、只注重经济改革而忽视

了政治改革的同步进行，发展中长期潜伏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腐败现象盛行和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加

剧，保持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成了当务之急。 

     (一)政权与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一直在追求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国家在社会中获得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权威正当性的

资格和权力。”[6] 西方执政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选民选票，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则来自于“代议民主”，属于“利益代

表型”，立足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巩固和扩大。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全能型的政府不会导致社会和谐，这是因为：

第一，“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来衡量”“迄今为止，随着文明的发展，个人行动受成规束缚的范

围在不断地缩减。”[7] (P60)因此采用单一的共同的伦理标准，将意味着与这种趋势背道而驰。第二，由于个人和群体的

地域性、民族性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由许多个人组成的政府必然不能保证绝对的正确性，政府也就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和自

身的工具理性，政府的缺陷在所难免。第三，政府主导的共同价值观具有排他性，导致社会成员的身份的不平等。符合共同

价值的成员将以集团成员的身份受到褒扬和尊重而处于强势地位，而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则会受到冷落甚至排挤，这就是

说不是任何种姓意义上的人都会受到“人”性的待遇。比如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在中国成为打击对象的是地、富、

反、坏、右，在前苏联则是富农。第四，由于国家经济领域的垄断性和对资源分配的决定权，确定了同类实体的不同地位。

同样的企业，一个姓“国”一个姓“资”，前者是亲生子，备受呵护，后者是“私生子”，命运多桀。 

     (二)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 

     王沪宁认为，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有双重目标：“一是谋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二是谋求政治生活的稳定

化。”[8] (P370)要达到二者的平衡，首先，应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前提。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

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

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9] (P284)邓小平的两段话告诉我们，我们的

政策是一要稳定，二要改革开放。其次，一个国家的民主的具体形态和运作方式不能脱离该国的实际。国家制度的设计不能

过于理性主义和神圣化，因为民众多是非理性的、感情化的、追求现世利益的和民族主义的“凡人”，过于完美的制度设计

由于脱离了实际而显得虚无缥缈，最后以非理性的社会动乱结束。同时，只有把个人的自由和福利置于国家追求的目标之

上，才能造就“以人为本”的社会，这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

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10] (P273)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自由可以天马行空，因为自由是和责任义务对等的。卢梭在1756年写成的《社会契约

论》中指出：“社会是自由人组成的，国家代表公益”。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只有通过公约加入整体，才

能获得自由。人在集体中的自由大于个人自由。 

     (三)社会和谐与国家治理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迁，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但不会引起根本政治制度的变化，因

而和世界上的其他变迁类型相比，中国既不是原生型的，也不会是革命型的，而应当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型的。中国现阶

段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的矛盾，且阶级矛盾不具有对抗性，“而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

政治革命。”[11] (P61)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尽享太平。从财富分配角度看，过去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相适应的，在我国经济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应重新考虑二者的关

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点，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今天，应该把公平放到首位，至少两者不应有主次之分。

公平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也是分配的最重要的原则，它体现在同等条件下的人应该得到同等的机会和同等的选择权和被

选择权，不应有排他性和优先权。从法治角度看，依法治国是保障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关键。应当处理好党纪和国法的关

系，把党和国家的活动也纳入到法制的轨道，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是我党在长时期革命和

建设中总结的执政规律。 

     结语：马克思曾在《六月革命》一文中指出：“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

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12] (P303)我国实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是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的体现。“和

谐社会”乃是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社会没有绝对的和谐，只有比较地和谐。国家能否有效治理，社会能否安定和谐？取决



于政府是否能够妥善化解主要矛盾。对于社会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治本之道，须反省得失成败，并吸取国内外的经

验教训；须找准积弊之所在，深究其内在原因和根治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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